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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龙头企业对合作农户的嵌入式治理
———基于东华糖厂的案例考察

吴存玉

[摘摇 要] 摇 基于东华糖厂的案例考察,对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企业 + 农户冶组织

模式的嵌入式治理机制进行研讨。 研究发现,制糖企业高度嵌入乡村社会,将村庄内部

的政治、经济精英吸纳为服务力量,构建起包括乡村精英在内的多元主体、多条路径、多
个层级的甘蔗产业发展与治理结构。 制糖企业采取经济补贴、农资垫付等资源嵌入机

制,以及交易过程控制、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制度嵌入机制,实现了对甘蔗产前、产后的全

面控制。 制糖企业与基层政府在蔗糖产业发展中的相互嵌合,有利于稳定产业发展基

础,但也可能造成政府职能的错位。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乡村产业发展应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带动农民群体协同共进,这对政府职能的发挥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关键词] 摇 “企业 +农户冶; 嵌入式治理; 农业产业化; 甘蔗产业

[基金项目] 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业雇佣关系的社会基础与劳动秩序

研究冶(21CSH035)。
[作者简介] 摇 吴存玉,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末伊始,伴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

化、现代化、商品化、专业化经营成为我国“三农冶工作重点之一。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并积极鼓励其以多

种形式带动农户发展,继而推动了“企业 +农户冶“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冶“企业 + 基

地 +农户冶和“企业 +家庭农场 + 农户冶等多种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兴起。 借此,
学界有关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研究大量涌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企

业和农户的合作模式进行归类和比较研究(黄祖辉,王祖锁,2002;郭晓鸣等,2007);
另一类则是对某类特定模式进行案例分析(陈灿等,2010;李世杰等,2018)。 其中,
“企业 +农户冶组织模式曾一度被视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创新道路以及实现企业和农

户互利共赢的优选路径(万俊毅,2008;罗必良,李玉勤,2014)。 虽然这一看法具有

明显的理想化色彩(熊万胜,石梅静,2011),但从发展实践来看,“企业 + 农户冶模式



目前的确仍是我国最普遍、最主要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
关于“企业 +农户冶组织模式的讨论大多是在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契

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架构中进行的,其核心关切是企业和农户间的契约关系。 由

于在实践中比企业与农户互利共赢现象更常见的是企业或农户的违约行为,因而既

有研究普遍认为,受农产品市场的风险性、契约本身的不完善性、契约双方的不对等

性、信息不对称、行为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因素影响,企业和农户间的契

约关系具有内在的、高度的不稳定性(周立群,曹利群,2001;尹云松等,2003;万俊毅,
2009;熊万胜,石梅静,2011)。 因此,部分学者提出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引入组织

中介形成新的纵向一体化链条(周立群,曹利群,2001;蔡海龙,2013;郑风田等,
2021),或构建以龙头企业为引擎、农户为基础、合作社为纽带的网状结构的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王志刚,于滨铜,2019),以降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 与之相

对,部分学者不认为在组织结构上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未来方案,转而从组织制度变迁

以及维持组织运营的治理机制切入,通过深度剖析“企业 + 农户冶模式的成功案例,
主张构建公司与农户的合作组织方式以及重视关系治理机制的作用(万俊毅,2008;
万俊毅,欧晓明,2011;陈灿等,2010;李世杰等,2018)。

对“企业 +农户冶模式能否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带领农户增收的功能,学界

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对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不完满的(熊万胜,
石梅静,2011)。 一方面,不同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带动农户增收的效果存在显著差

异(万俊毅等,2017),只有在以农户为核心的组织模式当中农户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邓宏图等,2018),而企业支配型的“企业 +农户冶模式难以克服买方“敲竹杠冶问题;
另一方面,所在地域、收入阶层、文化程度、耕地面积等特征不同的农户所受的带动影

响存在显著差异(郭建宇,2008;侯晶等,2018),因此需要推进组织模式创新。 另一

种更具批判性的观点认为,工商资本通过垄断产业链的上下游来榨取农民的剩余价

值,使农户沦为农业市场化链条之一,受其掣肘(黄瑜,郭琳,2015;黄增付,2018)。
相对而言,有关这一模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的研究则较少。 刘克春(2015)基于

社会网络理论的实证分析指出,企业与农户的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张明林和刘荣春(2016)则基于相关利益者理论将企业带动农业能力纳入企

业绩效评价体系中,指出企业若想提高绩效应该先增加农民培训等资本投入。
总体上,既有研究为探讨“企业 + 农户冶组织模式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数据、典型

案例以及扎实的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基础,但这也为后续研究留下了进一步

拓展的空间。 目前,一些学者在正式的合约治理机制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企业与

农户间的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机制,即引入嵌入理论与企业治理结构相结合,将社会网

络、人际关系、文化伦理等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之中,以揭示企业行动背后的非经济性

力量。 但由于企业所属行业的异质性以及所处环境的复杂性,这些分析要素也并不

是完全解释变量。 从更为具体的实践来看,嵌入理论在龙头企业与合作农户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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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仍有待深入。 笔者在 2016—2019 年间对广西一家制糖企业即东华糖厂淤进

行了追踪式的深入调研,采用深入访谈、实地观察等研究方法,面向县、乡两级基层政

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糖厂各部门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村“两委冶,蔗农等蔗糖产

业发展主要的参与主体,收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基于此,本文将在嵌入理论基础上

构建分析框架,以农业龙头企业广西东华糖厂为典型案例,剖析其对合作农户的嵌入

式治理机制的运行过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主

导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和乡村产业兴旺提供经验借鉴。

二、分析框架:嵌入式治理

有关经济组织及其行为的研究,嵌入理论是重要的视角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
波兰尼(2017:1 - 28)在解构经济学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揭示出由价格机制来自动调

节供应与需求的“纯粹的自律性市场是一个乌托邦冶的真相,进而提出 19 世纪工业

社会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冶的思想观点。 波兰尼的“嵌入冶
(embeddedness)一词点明经济本身并非一个自主体,实际上必须服膺于宗教、政治及

社会关系(Polanyi,1957:243 - 270)。 此后“嵌入冶概念及其理论思想在经济学、社会

学、管理学等领域大受欢迎并沿用至今。 不过,此时的嵌入理论尚未形成可分析性策

略(刘世定,1999)。 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当组织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仍在以最小

化交易成本的观念来探讨组织与制度如何成形时,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2007:1 -
13)引入社会网络理论与嵌入理论相结合用以讨论交易成本如何被决定的问题。 相

对于波兰尼的嵌入理论较为模糊地、窄化地将经济行为视为制度过程( Polanyi,
1957),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将其视为人际互动过程,用于分析经济行动与社会结

构的关系,并把人际关系连带与信任纳入分析范畴(格兰诺维特,2007:5)。 这明显

地提升了嵌入理论的可分析性,但想要进一步发挥其分析潜力,还需要形成更具操作

性的分析架构(刘世定,1999)。
在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学术对话中,关系合同、关系治理等理论概念的形成促使嵌

入理论成为具有操作性的分析策略。 关系合同概念化并不缺少,但都建立在分散的

概念基础之上,直至麦克尼尔出版了其第一本关系合同理论的著作。 他认为,关系合

同内生于一个社会关系体系中,这种关系的开始和终结都无法确定,因而关系合同理

论正确的研究方法是认识到所有交易在关系上的嵌入性的基本规范(菲吕博顿,瑞
切特,1998:22;麦克尼尔,1998:101 - 107)。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

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麦克尼尔的关系合同理论,但不同于麦克尼尔从法的角度谈论

不完全合同的操作意义,威廉姆森更强调交易行为本身,而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是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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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核心(菲吕博顿,瑞切特,1998:1 - 2)。 为此,威廉姆森(1998:67 - 100)将人性、交
易特征、不完全合同等纳入分析视域,将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次数作为交易

差异的基本维度,通过一一对应的方式构建起交易特征和合同治理结构相互匹配的

关系。 以威廉姆森合同治理结构为基点,国内学者刘世定(1999)补充了多元关系属

性、对关系属性的有限控制等基本假定,提出了“关系合同冶“结构性摩擦冶等分析性

概念,用以讨论我国乡镇企业的转型及其行为特征。
同样是受到麦克尼尔关系合同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与合同治理相对应

的各种非正式的治理手段,并结合交易成本等理论构建起“关系治理冶等理论概念,
用以分析交易治理手段。 但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关系治理被解构为不同的基本维

度。 万俊毅(2008)基于“公司 + 农户冶的温氏模式把关系治理解构为信任、互惠、有
效沟通、声誉机制和合同执行的灵活性;万俊毅和曾丽军(2020)将合作社关系治理

划分为信任、沟通和声誉三个维度;陈灿和罗必良(2011)从信任、互惠、互动强度和

伦理四个维度构建了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间的关系治理作用机制。 陈灿等(2010)
还将差序格局与关系治理相结合,认为龙头企业利用地缘关系等建构起了差序化治

理格局。 另外,李世杰等(2018)解构了“公司 + 农户冶海源模式所嵌入的关系网络,
并搭建起“关系嵌入 +利益联盟冶的分析框架,将经济组织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纳入统

一的分析范畴。 上述研究表明,一方面关系治理与信任、互惠等社会文化要素密切关

联;另一方面,关系治理尚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
目前,已有研究在分析关系治理的过程中突出表现为对社会要素的“形式分

析冶,要想深入认识和理解关系治理的运作机制,则有必要回到嵌入理论,重新认识

“经济嵌入于社会冶的问题。 学者们注意到企业与农户间所依托的熟人社会和社区

共同体等非正式的关系和制度,但社会性要素的研究实际上还存在诸多空白领域,它
不仅涉及制度、法律、规范等正式制度,还涉及人际互动过程中“只能意会冶的风俗习

惯和价值理念等非正式规则(费孝通,2009:438 - 452;陈灿等,2010;付伟,2018)。 这

一思路与波兰尼所指的经济在风俗习惯、社会认同、公共义务、政治权威、法律、行政

要求等社群规范中的嵌入(李培林,2001)以及格兰诺维特(2007:2)所扩展的经济行

动在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网络中的嵌入之间有着较强的联系。 易言之,“企业 +
农户冶模式的交易治理结构的优化,既依赖于技术路径、市场策略等经济过程,又依

赖于非正式社会关系等社会过程(刘世定,1999),还依赖于特定的制度与政治过程

(符平,2018)。
基于上述面向,本文以广西东华糖厂为例,试图搭建将社会性、经济性和政治性

均纳入其中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借助单案例质性研究方法,以探索农业龙头企业对合

作农户的嵌入式治理的作用机制。 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其内部的

管理体系以及对合作农户的制度安排,即制度嵌入机制;二是,探析其经济激励与扶

持的过程,即资源嵌入机制;三是,解构其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关系嵌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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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剖析其借助地方政府及其政策举措的过程,即政治嵌入机制。

三、制糖企业及其产业链延伸

中国既是食糖生产大国,也是食糖消费大国。 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

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条件改善以及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我国食糖消费持续平稳增长,
国内食糖供需缺口逐步扩大,这使得维持国产食糖供应水平成为确保国家食糖安全

的重中之重。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为保障国内糖料市场秩序,尤其是满足种植地

糖厂的糖料需求,糖料的交售一直处于国家和地方政府严密的规划与管控之下,即为

制糖企业划定糖料主产区,禁止蔗农和制糖企业跨蔗区交易。 2001 年加入 WTO 以

后,为保障国内食糖安全和增强制糖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继续加大

对蔗糖业的扶持力度和对糖料购销的地域管治力度。 2002 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联合多部门制定并颁布了《糖料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强调加强蔗区管理、规范糖

料收购秩序,要求建立蔗农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来促进蔗糖业的稳定

发展。
从企业性质角度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广西制糖企业主要属于国有企业,

企业经营也属于地方政府职能之一。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后,广西制糖企业进入民营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新阶段,并逐步向现代化与国际

化方向发展。 在增强制糖企业市场竞争力的迫切需求以及分税制压力、政绩考核压

力之下,广西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调整企业所有制结构,使制糖企业转变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优惠手段鼓励企业更新、升级制

糖设备设施、提升制糖工艺与技术等维持制糖企业经济收益,进而实现了经济转型过

程中制糖企业稳定发展和地方税收稳中有增的双重发展目标。 借此,部分制糖企业

完成了股份制改造,部分制糖企业则与外资进行了嫁接,成为外商主导型的控股合资

企业(隆邦超,1996)。 显然,国内外资本进入制糖行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食糖

市场的巨大潜力。 尤其是 1991 年底国家全面放开食糖经营后,国内食糖需求量呈现

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巨大的市场潜力必然会吸引产业资本的集中流入。 而大规模的

民营化极大地缩减了公共企业的规模和范围,也显著提高了改制企业的纳税水平和

创税效率,这既符合政府追求财政效益最大化的本性,也是对政府职能范围的一次标

志性变革(休斯,2015:117;韩朝华,戴慕珍,2008)。
目前,广西存续糖厂共 98 家,其中有 54 家属于民营企业。 广西东华糖业集团是

全国较大的制糖企业集团之一,旗下子公司分布在广西、云南、海南、贵州、黑龙江、福
建和江苏等 7 省(区)的 40 余县。 其在广西范围内直接和间接投资的公司有 39 家,
这些公司业务范围涵盖了制糖及其上下游所衍生出来的各种产业,包括蔗渣制浆造

纸、酒精、饲料、味精、有机肥、仓储物流、生物技术研发、塑料生产等多种制造业,还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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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石材、建材、矿业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 从这些公司成立的时间来看,2004 年

以前,广西东华糖业集团的主要投资方向是制糖加工厂,旗下半数以上糖厂均是这一

阶段投资组建的。 东华糖厂是广西东华糖业集团下属最大制糖公司,始建于 1987
年;2001 年,东华糖厂与东华糖业有限公司重新组建为一家集制糖、甘蔗种植等生产

经营为一体的大型民营制糖企业,也是国内特大型制糖生产企业之一。 东华糖厂坐

落于广西同渌县韦镇,目前甘蔗日处理能力高达 2郾 4 万吨,蔗区面积 48 万亩,涉及 4
个乡镇。 2005—2008 年,广西东华糖业集团的主要投资方向是甘蔗种植与制糖业的

上下游企业,如建立了 2 家主打肥料制造与销售的生物技术公司、5 家利用蔗渣制浆

造纸的纸业公司;2010—2015 年,东华糖业集团的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对 5 家石

矿、建材与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了大量投资;2016 年至今,东华糖业集团的投资重心

转移到了糖料蔗种植及其社会化服务方面,对 5 家甘蔗种植、甘蔗繁育种苗与农机服

务公司进行了集中投资。
由此可见,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加快推进以及农业生产加工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快

速发展,农业上、下游企业不断扩大与集中,继而形成了一个大型的以甘蔗生产为核

心的企业联合体。 它将各种规模的、各类行业的企业联系在了一起。 这个企业联合

体的形成也意味着随着资本的扩张以及技术条件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传统的自然经

济范畴中的农耕活动成为包括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农业部门(伯恩斯坦,2011:96 -
97)。

四、糖厂对蔗农的嵌入式治理

(一)制度嵌入:实行准车间化管理

甘蔗栽种与甘蔗经过机械或化学的转化而生成蔗糖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砍伐和

榨取、蒸煮和结晶、榨汁间和甘蔗地之间的协调一致才建立起来的,假如没有完全控

制土地与甘蔗入厂,制糖车间的规划与安排也不复可能(西敏司,2016:59)。
1郾 构建多层级垂直管理体系联结农户

制糖企业想要维持原材料的供给,就需要掌握对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的实际

“控制权冶(Borras et al. ,2012)。 对此,东华糖厂形成了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即
在糖厂建制内部设置专门的甘蔗生产发展部门,主要负责蔗区内甘蔗产前、产中、产
后的各项服务,协调农户甘蔗生产与砍运安排以及解决蔗农在原料生产过程中所遇

到的困难与问题。 具体而言,包括负责蔗区糖料生产发展的整体规划和蔗区布局,年
度甘蔗生产以及榨季生产计划的安排和调整,新蔗种、新技术以及化肥、农药、机械、
信贷等生产要素的引进与推广普及,蔗区甘蔗估产、合理安排与分配砍蔗计划、监督

砍蔗计划的实施、监督蔗农砍蔗质量以及协调甘蔗运输等。 换言之,蔗农生产过程中

的每一步都受到糖厂甘蔗生产部门的直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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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具体呈现了东华糖厂甘蔗生产部门对蔗农甘蔗生产与收获的垂直管理体

系。 该部门实行经理负责制,下设负责具体工作的农务科,由 1 名科长管理 7 名蔗站

站长以及 1 名运输主管。 每名蔗站站长直接管理 5 ~ 6 名农务员。 农务员属于糖厂

的正式员工,每名农务员分管数名甘蔗生产联络员。 甘蔗联络员从蔗农中产生,属于

糖厂聘用的临时员工。 从站长、农务员到联络员的工资性经济收入均与其辖区内甘

蔗入厂量直接挂钩,由基本工资加甘蔗入厂量绩效提成所构成。 因此,维持蔗区内甘

蔗种植面积以及产量不仅是糖厂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任务,也是其实现个人经济收

益的重要指标。 这种将员工个体性经济收益与企业集体性经济利润相关联的现代化

企业管理方式,成了调动糖厂职工工作积极性和维持糖厂原料供给的重要举措。

图 1摇 糖厂甘蔗生产与发展部门垂直管理体系
摇

甘蔗运输方面则由车辆(运蔗)调度员根据蔗农、中转站的运蔗申请以及生产车

间甘蔗压榨需求情况安排运输车辆运蔗入厂。 这些运输车辆绝大多数是与糖厂签约

的社会车辆,一般情况下车辆载重为 15 ~ 20 吨。 那些每次甘蔗交售量较小的蔗农可

就近交给甘蔗中转站。 因此,在甘蔗运输入厂等环节,糖厂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与农

户对接的管理与服务制度。
2郾 通过“蔗票制度冶控制砍运蔗程序

糖厂在安排蔗农砍蔗入厂时严格服从其制糖及销售环节的整体计划,即蔗农不

得在甘蔗成熟期随意砍收甘蔗而必须按糖厂的工业生产计划“有序砍蔗冶。 为此,糖
厂自建厂之日起就形成了一套“蔗票制度冶。 所谓“蔗票冶淤即蔗农砍蔗入厂的许可

证,缺此许可证,蔗农所砍甘蔗无法入厂。 每日蔗票发放数量由蔗站农务部门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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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安排,而蔗票具体发放给谁则由最基层的甘蔗生产联络员决定。 在甘蔗榨季,蔗农

若有砍蔗计划,需要先向联络员索要蔗票,然后由联络员将来自蔗农的全部需求汇总

至蔗站,并排出蔗票发放顺序。 对蔗农的申请进行排序的过程,也是联络员运用所掌

握的稀缺蔗票使用分配权的过程。 一般而言,联络员会根据蔗农与自己关系的亲疏

远近、平时蔗农对自己工作的支持态度等灵活地决定蔗票发放次序。 换言之,蔗票分

配权成了甘蔗生产联络员编织个人社会关系网以及将日常工作便利化的重要资本。
图 2 中的 A 线路具体呈现了蔗农申请与获得蔗票的过程。

图 2摇 蔗农申请砍、运甘蔗的流程
摇

图 2 中的 B 线路具体呈现了蔗农申请获得运输许可的过程。 这是广西各地普

遍采用的甘蔗运输入厂的方式。 蔗农按照蔗票上的规定砍完甘蔗后,需通过联络员

请求糖厂派车将甘蔗运输入厂。 在此过程中,蔗农往往会遭遇诸多障碍和经济上的

损失。 其一,糖厂常因工作效率低下而不能及时安排运蔗车辆,导致甘蔗在田间产生

比较大的损耗;其二,部分联络员故意刁难蔗农,有意无意漏报或延报蔗农申请,导致

蔗农收入因甘蔗水分流失而受损;其三,部分运蔗司机常以距离远、道路崎岖等为借

口拖延运蔗时间。 为避免甘蔗水分过分流失以及因逾期入厂被糖厂处罚,蔗农只能

满足司机的“吃拿卡要冶以求及时完成运输。 实地调研中,多名蔗农曾向笔者抱怨在

甘蔗运输过程中遭遇此类盘剥。 这种盘剥不像农资市场中间环节对农业经营所获利

润的挤压,而是源于乡土社会的权力运作,更加凸显了作为产业链底端的蔗农的弱势

地位。
近年来,东华糖厂在蔗区内增设了具有中转功能的收购站,以提升甘蔗收购能

力。 图 2 中的 C 线路具体描述了蔗农通过中转站向糖厂输送甘蔗的过程。 小规模

蔗农可以向中转站申请砍运甘蔗的小额蔗票(准砍吨位为 2 ~ 2郾 5 吨),中转站汇总

后提交农务科,农务科确定名单后再向蔗农发出准砍信号。 种植规模大的蔗农若急

需现金也可直接以低于糖厂收购价 20 元的价格交售给中转站。 中转站本质上是中

间商的角色,有着非常可观的收益:一部分来自对甘蔗扣杂比例的自由裁决权;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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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向糖厂收取的甘蔗装车费。 由此可见,各种规模的蔗农的生产行为都已被纳

入糖厂主导的闭环之中,企业对农民具有一种强大的吸纳能力。 通过糖厂科层化、制
度化的收购体系,农民的经营利润实际上被不断压缩。

3郾 通过“扣杂制度冶控制入厂蔗质量

对质量不符合入厂要求的蔗进行扣杂,是糖厂控制原料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糖厂要求蔗农交售的原料蔗必须做到无泥沙、无须根、无干枯蔗茎、无蔗鞘、无蔗叶,
且尾梢必须砍至鸡蛋黄色蔗茎以下 15 厘米。 不符合以上质量要求的蔗,糖厂会根据

情况按照 2% ~ 5% 的比例扣杂,严重违反规定的被要求返工或扣杂 8% 以上。 以

5%的扣杂率为例,蔗农一车甘蔗会损失近 400 元,这对农民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一般来说,蔗农采用人工砍蔗、搬蔗、装蔗方式时,扣杂率可控制在 1% 左右。 近几

年,随着机械化装蔗的普及,扣杂率普遍上升到 1郾 7%左右。 天气原因和道路不通等

不可控因素也会造成甘蔗扣杂的增加。 例如雨天,蔗农砍下的甘蔗难以及时运输,逾
期入厂时扣杂率通常超过 5% ,所以农民大多不愿意砍蔗。 但是,制糖车间不会因下

雨而停工,需要原料源源不断地进入车间。 为此,糖厂通过农务部门、蔗站、农务员、
联络员甚至通过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行政手段,动员农民在雨天砍蔗,而因扣杂导致

的损失仍由农民自行承担。
甘蔗入厂之前还面临着严格管控入厂蔗质量的程序,即由蔗站站长、农务员和联

络员逐级开展的检查或督察,尤其是联络员承担着严控入厂甘蔗质量的直接责任。
当蔗农入厂蔗扣杂率超过 2%时,主管的联络员、农务员和蔗站站长都会受到连带惩

罚,分别被处以 20 元 /车、10 元 /车和 5 元 /车的罚款。 其中,联络员受处罚最重,所
以一般会表现出极强的责任心,随时对农户进行监督与指导。 而蔗农往往只是被动

地接受糖厂的检查和扣杂而没有商讨的余地。 由此可见,制糖企业正是通过上述诸

多特定的制度和程式化管理对农民的生产质量进行严格的控制。
(二)资源嵌入:构建资金扶持体系

1郾 以“改扩种补贴冶激励农民种蔗

近年来,桉树等多种作物的持续扩张对甘蔗面积形成了挑战,也给制糖企业带来

了不利影响。 为此,制糖企业制定了甘蔗发展(补贴)方案以尽力保住原料蔗的种植

面积。 自 2012 年开始,东华糖厂通过“改扩种补贴冶的形式鼓励蔗农积极将本来种

植其他作物的土地改扩种成甘蔗地。 每年进入甘蔗榨季,糖厂农务部门会同时紧抓

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组织农民有序将甘蔗砍运入厂;另一方面组织农民做好春耕。
其中,发动蔗农改扩种甘蔗是春耕的重头戏,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每逢春耕,农务

员和联络员走村入户广泛宣传发动蔗农将低产的林地、果地、剑麻园、香蕉地和水田

地等改为甘蔗用地。 改扩种成功的,糖厂会先验收,验收通过后为农户发放改扩种补

贴。 对不同类型的作物改扩种为甘蔗实施不同水平的奖励,具体如下:(1)将种植期

限一年及以上的桉树地、残林果地、低产剑麻园、香蕉地或水稻田改扩种甘蔗且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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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 亩及以上的蔗农,按照 400 元 /亩给予现金补贴;(2)将玉米、木薯、西瓜、瓜菜地

或荒地改扩种甘蔗且面积连片达到 1 亩以上的蔗农,按照 200 元 /亩给予现金补贴。
为了保证糖厂补贴的效率,实现对蔗农种植甘蔗行为的精准治理,糖厂设计了较

为烦琐的补贴程序,包括申报、核定、测量、审批、计算、拨付等细节繁杂且周期长的工

作流程。 有改扩种行为的蔗农若要拿到补贴,还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当年甘蔗

入厂量高于上一年;二是,申请补贴的地块亩产量高于 4 吨。 实际上,糖厂设计这样

一种策略,主要用于阻碍农户将甘蔗与其他作物“轮作冶的行为。 轮作,对于农户来

说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也是蔗农多年来总结出来的高产经验;但在糖厂看来,申请

改扩种补贴的农户的轮作行为就是“投机行为冶。 因此,多数情况下蔗农进行了改扩

种,却很难获得预期的补贴。 这也从侧面说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尽管糖厂设立了改

扩种补贴等激励制度,仍然无法完全决定或约束蔗农的行为。 不过对糖厂而言,通过

这一补贴政策完全可以实现对蔗农个体化生产行为的严密监控。
2郾 以“预付冶农资等方式吸纳农民

农民在甘蔗生产中最重要的两项投资是使用化肥和请工砍蔗。 近年来,由于化

肥等农资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农民种植甘蔗的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这也成为蔗农

逐渐减少甘蔗种植面积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此背景下,针对蔗区内信用度好、生产积

极性高并需要经济扶持的甘蔗生产者,制糖企业专门制定并实施了肥料扶持方案。
当然,这一计划是经糖厂内部决策部门理性算计后通过的。 肥料等农资垫付的直接

目的是消除农民因为资金不足而导致的肥料节省现象,保障农民在生产环节及时、足
量用上肥料,最终目的是确保糖厂有充足的原料。 蔗农在施肥季节为了缓解资金压

力,可向糖厂申请赊用肥料,待甘蔗入厂后再从甘蔗款中扣除。 2012 年,东华糖厂为

蔗区内的农民贴息预付肥料 2郾 5 万吨、农药 1 000 吨、可降解地膜 100 吨,预付总金额

达到了 4 511 万元。 相比之下,县政府通过本级财政和上级转移支付甘蔗产业专项

扶持补贴仅为 1 543 万元。 可见,在甘蔗产业的发展中,仅对蔗农的扶持和补贴而

言,实力雄厚的工业资本企业逐渐成为主力,政府则退居次席。 糖厂的补贴体量越来

越大,“逼民致富冶(王晓毅,2004;曹锦清,2013:607 - 617)的逻辑开始让位于“诱民

致富冶(吴毅,2005)的逻辑,糖厂试图通过各种让农民“看得见的好处冶吸纳农民种植

甘蔗。
作为资本的载体,制糖企业为农民“预付冶肥料款也是其赚取利润的重要手段之

一。 类似于赚取“提成冶以及所谓的“服务费冶“手续费冶等现象层出不穷。 糖厂代扣

的肥料价格普遍高于同等产品的市场价,每吨差价达到 300 ~ 500 元,从代扣肥料款

中所赚取的中间收益远远高于银行的一般利息率。 同时,糖厂在挑选肥料的品牌时

并没有承担起质量监督责任,反而可能会受到肥料商“糖衣炮弹冶的影响。 2016 年

12 月 13 日,笔者在蔗站对农务员进行访谈时,恰巧广西当地一家肥料厂的销售人员

到蔗站推销化肥,与蔗站站长和农务员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交流。 五天后,笔者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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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他们时,双方已经达成了合作协议,肥料商正设宴答谢蔗站相关人员。 在这次有

40 多名甘蔗生产部工作人员和肥料厂销售人员参加的饭局上,笔者从农务员那里了

解到:“每年都有好几家肥料公司来找糖厂推销肥料,跟经理、科长还有站长沟通,敲
定以后,肥料公司一般会请我们吃饭,毕竟蔗农是直接受联络员、农务员和蔗站管

理。冶可见,糖厂在战略层面出台的旨在激励农民种植甘蔗的扶持方案,实际上容易

被最基层的农务部门的寻租行为所瓦解。
在糖厂提供的肥料质量、价格甚至赊付方式等都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糖厂是

如何将肥料销售给蔗农的呢? 一方面,糖厂向联络员分派了每年在各自辖区内推销

100 ~ 200 吨化肥的任务指标。 显然,对村庄经济事务具有一定话语权、能在农村社

会中起到一定带头示范作用的乡村精英更易于完成肥料等农资的推销。 这也是糖厂

雇佣乡村精英担任联络员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糖厂拖欠甘蔗款时,垫付肥

料款的事情就被拎出来作为“恩惠冶驳斥农民的正当诉求。 此外,糖厂以尚未销售白

糖等为理由延迟向蔗农发放蔗款也使蔗农不得不向糖厂赊购化肥。 蔗农在翻种、中
耕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若未能及时获得上一年的甘蔗款,蔗农的继续生产就会受到

阻碍。 于是,部分蔗农必须赊购糖厂的肥料以减轻资金支出的压力。 由此,在农资市

场日益挤压蔗农的不利情况下,糖厂通过为蔗农垫付肥料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将农民

逐渐锁入其控制的链条中。
(三)关系嵌入:组织吸纳与情感投资

糖厂若想长期保持与农户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仅仅对蔗农进行制度性安排和

经济性投入是不够的,毕竟糖厂作为工业资本与分散的农户之间尚有一段社会距离。
因此,还需为合作关系的稳定进行社会性的投入,即巩固双方合作的社会基础。

1郾 以乡村精英为主的联络员

糖厂设计了一套嵌入乡村社会的联络员制度。 顾名思义,联络员的主要工作就

是在糖厂和农民之间起联络的作用。 一般一个行政村有 1 ~ 2 名联络员,对于甘蔗种

植大村则有 3 名,同时也有 1 名联络员管理两个村的情况。 联络员通常包括两类人:
一类是村干部型,即现任或曾任屯长、村主任、村支书等职位的人;另一类是常年种植

甘蔗的大户。 东华糖厂在韦镇蔗区的 16 个村或片区共设置了 24 名联络员,其中种

蔗 40 亩上的大户 15 名,其余均为村屯干部。 糖厂选择大户作为联络员的主要目的

是让这类联络员在带动本村或本屯村民种甘蔗上起到“示范冶作用。 甘蔗种植大户

基本上都是村庄里的经济精英,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在动员农民种植甘蔗尤其是在改

扩种上能够发挥更强的作用。 而将村干部作为甘蔗种植联络员,则是考虑到他们在

村庄社会的威望和号召力,是村庄里的“头面人物冶和真正权威,有利于在每年的“甘
蔗保面积冶工作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动员能力。 自 1987 年建厂以来,村庄社会

内部的大小事务皆由村干部来协调解决,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难题一般都会寻求

村干部的帮助。 在农业税取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村干部是村庄社会内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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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重要提供者,是村庄里的真正权威。 农业税取消后,由于甘蔗种植主产区的特

殊性,村内没有发生明显的人口流动现象,因此村干部队伍也长期比较稳定。 将村干

部作为联络员,也成为沟通糖厂与政府之间的重要节点之一。
2郾 糖厂与联络员的关系协议

由于联络员是政治体制之外的社会精英,相当于糖厂在基层设置的一级办事员,
其行动自然直接受糖厂的支配,二者之间本质上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因此,为保

证联络员的行为符合糖厂的预期,糖厂采用与其签订契约的方式督促他们真正服务

于糖厂。 2017 年前,糖厂与联络员之间签订的一般是口头协议,依靠的是联络员的

口头承诺。 口头承诺在糖厂看来是一种低效的契约关系,并不能保证联络员真正执

行糖厂的指令,尤其是没有正式协议作为保障的非正式口头劳动契约关系容易在乡

村社会中转化为“蔗站与农民联络员之间的朋友关系冶,这样就无法对那些绩效水平

较低的联络员执行解雇或处罚程序。 为此,糖厂从 2017 年开始实施“甘蔗发展专员

专项服务冶计划,与联络员签订协议,并强调不按协议履约的联络员将会被替换。 这

份协议清晰地划分了糖厂和联络员之间的职责与义务。 但两者之间仍不是法律意义

上的完全合同关系,这体现在协议的“甲乙双方不成立劳动关系,乙方不需受甲方劳

动管理,不需遵守甲方规章制度、劳动纪律,乙方仅按协议约定向甲方提供劳务冶中。
协议中,糖厂明确了联络员要“充分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经验和学识,发动带

领本地农户种植甘蔗和扩大其甘蔗种植面积冶,联络员的“威信冶成为糖厂在基层推

广甘蔗种植的策略性工具。 为了充分激励联络员的动员能力,糖厂对联络员实施目

标责任管理制度,在基本月薪之外还给予联络员与产量挂钩的奖励。 大多数联络员

每年可获得不少于 1 万元的绩效奖励。 甘蔗联络员的“隐性福利冶也较多。 例如,每
到榨季可优先为自己家或亲戚朋友安排砍蔗,这是糖厂“屡禁不止冶又不得不默许的

行为;每年停榨期间,糖厂一般会组织所有联络员外出旅游,这对联络员来说是巨大

的荣誉,联络员 QZ 讲述他们去过两次北京天安门的经历时充满了自豪感,“其他村

民可能一辈子都去不了一次天安门,只能在电视上看看冶;逢年过节时,糖厂会给联

络员发放礼品,2018 年还专门为每名联络员配备了一部新的智能手机;日常工作中,
蔗站的领导们通过各种非正式的“请客吃饭冶与联络员联络感情;糖厂的补贴优先倾

向联络员;等等。
显而易见,糖厂建立起来的这样一整套联络员制度,将资本的触角和毛细血管延

伸到了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最底层,通过种种“福利冶将村庄社会里的权威成功笼络

在自己的手里,打通了工业资本下乡的“最后一公里冶,为糖厂扩大原料基地提供了

坚实保障。 不过,由联络员所形成的“二次嵌入冶(刘世定,1999)的出现也使企业与

农户间的嵌入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由于联络员更大程度上是作为非政治性权威的经

济精英存在,加上长期被整合到工业资本的逻辑体系之中,对乡村社会也产生了距离

感和负面效应。 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这些权威逐渐丧失了为当地村民服务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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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力,权威的村庄政治逻辑逐渐被经济逻辑或金钱逻辑所吸纳,糖厂的指令已经成

为他们全部的行为准则。 村庄政治精英在糖厂和政府的“任务冶高压下,有时也不惜

与村民发生矛盾。 在甘蔗“保面积冶形势最为严峻的年份,就经常会产生联络员和村

民之间的冲突。 但对糖厂来说,联络员毕竟不是正式的员工,在糖厂划定的制度框架

之外也往往存在许多自利性和灵活操作的空间。 联络员的“乡土性冶并没有发挥出

糖厂所预期的高效率,很多时候,势单力薄的联络员与千家万户的蔗农对接时显得力

不从心,也增加了糖厂的劳动力支出成本。 因此,嵌入乡土社会的联络员制度也为寻

租行为创造了条件,往往无法按照任何协议履约。
3郾 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扶持

为强化企业和农户在情感上的软连接(陈灿等,2010),糖厂在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做了诸多努力。 这些行为是企业对农户的情感投

资,也可视为一种企业对农户的关系嵌入。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糖厂蔗区

内出现过“开荒热潮冶,产生的一个有利结果是农民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普遍扩大;
与之相伴的问题则是土地空间范围的拓展造成农民下地做工的路途变得遥远,尤其

是通往开荒地的大多是难行的小路,每到下雨天就会变得非常泥泞,严重影响甘蔗砍

运入厂。 为此,糖厂每年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修缮田间道路,农民每入厂一吨甘蔗,
糖厂就会补贴 2 元专门用于修路,以方便农民出行和甘蔗砍运。 2014 年,糖厂在整

个蔗区的修路补贴总额为 502 万元。 由于蔗区内地貌以丘陵荒坡为主,农民经营的

土地细碎化问题严重,因此,自 2003 年以来基层政府便利用涉农资金开展土地整合

行动。 但考虑到政府资金拨付周期较长,通过与糖厂协商,作为直接利益主体的糖厂

也逐渐以垫资的形式参与进来。 例如,2014 年糖厂按照每亩 50 元的垫资标准为整

个蔗区 2郾 65 万亩土地整合垫付资金总额 130 多万元。 为了解决甘蔗春旱的问题,糖
厂也会直接运作蔗区内的节水灌溉工程。 为了提高蔗区内甘蔗的亩产,糖厂会专门

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甘蔗的良种化改造。 为了提升蔗区内的甘蔗种植机械化水平,
糖厂也会鼓励蔗区内的农民购买大型农机,糖厂予以购机补贴。 糖厂的补贴,凡此种

种,不一而足,并且会根据每年的情况调整补贴项目类型和金额。 例如,2018 年糖厂

的扶持项目增加了对那些流转土地进行规模经营大户的地租扶持,针对大户的改扩

种补贴也显著高于普通农户。 实际上,农民也都心知肚明,糖厂这么做只是“诱惑冶
他们坚持把甘蔗种下去,尤其是在甘蔗收购价低位运行的年份,糖厂的支持力度明显

比往年更大。 这么多年来,蔗区内的道路条件的确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农民在举办

一些村庄娱乐庆祝活动时也能得到糖厂的赞助等。 但毕竟是作为工业资本的载体,
糖厂的根本目的还是保证甘蔗生产面积、节省生产成本,因此,在各类补贴和扶持政

策的具体执行上会偷工减料,也会选择性地忽视那些种蔗面积较少的村屯。
糖厂之所以能够每年拿出几千万资金用于直接补贴或间接扶持蔗区内的农民,

一是因为保证原料蔗是糖厂在激烈的工业竞争中生存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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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因为糖厂作为大工业资本的确有这个财力。 正因如此,糖厂并不是扶持和补贴

蔗区内的所有面积和所有农户,而是每年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农务部门的发展规

划来有选择性地“反哺冶农民。 尤其是自 2014 年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土地流转和引

进农业种植公司以来,为了配合政府主导的“甘蔗产业二次创业冶和甘蔗“双高冶基地

建设,糖厂更加偏向于推动蔗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开始扶持大型农机购买者、
鼓励农民改扩种以及重点扶持那些流转土地进行大规模经营的大户和种植公司。 因

此,糖厂的扶持计划开始附加各项条件。 例如,2018 年糖厂规定良种补贴、滤泥煤灰

补贴仅限于土地流转的公司及个人。 这些附加条件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糖厂未

来补贴、扶持的对象正在向种蔗大户和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如大型农机合作社倾

斜。 显然,这也符合当地甘蔗种植转向规模化经营的政策框架和发展趋势。
因此,在工业资本逻辑支配下,糖厂为了鼓励蔗农种植甘蔗而给予其生产性支持

的一系列策略实际上可称为“选择性扶持冶,其本质是根据糖厂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有

侧重、有条件地对农民进行诱导式鼓动。 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扶持体系的建构也突

显了糖厂一家独大的资本力量,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处于分散点状结构中的农民家庭

经济,后者无力与前者抗衡。 也就是说,糖厂一整套扶持体系的构建不仅再造了蔗区

内的物质生产条件并的确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也事实上形成了工业资本相对农民

之上的一种垄断性话语权。
(四)政治嵌入:政企合作治理产业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财政包干制实行以后,地方各级政府逐渐

形成了“公司化冶的利益主体,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成为其行动的主要

动机和目标(渠敬东等,2009;赵树凯,2012)。 长期以来,为糖厂原料供给提供保障性

服务是广西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 201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下发的一份绩效考评

通知中,与糖业或甘蔗产业相关的考核内容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中,特别要求各级

政府实施制糖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关停产能过剩的糖厂,对基层政府提出的明确要求则

是打击食糖走私、完善蔗区管理制度、严防制糖企业跨蔗区收购行为等。 同年,同渌县

级绩效考评指标中关于甘蔗生产与发展的比重占到总分值的 1 / 4。 确保甘蔗产业持续

发展、保证甘蔗产业发展秩序就这样在自上而下的指标考核中被政治化了。
1郾 严控桉树种植,保障甘蔗面积

面对桉树扩张对甘蔗产业的挤压,县乡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制定了详细的

工作方案以整治基本农田上的速生桉,包括宣传教育、集中整治等具体要求。 在实际

运作中,一是建构桉树种植会破坏生态环境的政治话语,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

育,为政府的“禁桉冶行为建立“合法性冶。 在同渌县乡政府的宣传资料中,桉树被建

构成了破坏生态环境、损害人体健康乃至威胁国家发展的“妖魔鬼怪冶。 资料上印着

诸多耸人听闻的宣传话语。 例如,“速生桉是桉树种的杂交种,对地质造成破坏,对
人体造成巨大损害,有人称之为‘畜生桉爷冶,或者“速生桉是抽水机、抽肥机、霸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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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沙漠,有人称之为‘亡国树爷冶,等等。 此外,在同渌县各村庄中随处可见诸如“全
民行动起来,打一场遏制速生桉泛滥的攻坚战冶以及“对在耕地上种植的速生桉要一

棵不留拔除冶之类的“禁桉冶标语。 二是在话语引导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情况下,采
取强制拔除(在基本农田上的)桉树的极端方式。 据县政府统计,2016 年同渌县 8 个

乡镇政府整合公安、工商、国土和林业等多部门力量,出动镇干部、派出所干警、村屯

干部、甘蔗联络员、糖厂职工等开展速生桉整治行动 100 余次,人员投入超过 7 000
人次,清除速生桉超过 4 000 亩,取缔非法销售速生桉苗点约 20 个,销毁速生桉苗近

10 万株淤。
2郾 严禁甘蔗跨区交易,保入厂量

为稳定甘蔗收购秩序、保证糖厂的企业效益并最终保障政府的财政税收,每年榨

季县乡政府都会成立相应的甘蔗生产工作小组,县领导亲自挂帅,县政府分管农业、
糖业工作的领导负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全面统筹协调甘蔗砍、运、榨全过程。 根据

工作方案,县政府成立三个专门的甘蔗砍运服务工作小组,从县公安、交警、工商、农
机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主要负责查处超载、坑农、无证营运、蔗农和糖厂跨蔗区买卖

甘蔗等违法违规行为,即当地所称的“堵外流冶或“卡蔗冶。 三个县级工作小组按照分

片包干的办法安排甘蔗砍运工作,“切实做到甘蔗一车也不能外流,一根也不能外

流冶。 同时,鼓励蔗农之间相互监督,举报外流甘蔗行为且情况属实的举报者可获得

每车 500 元奖励。
乡镇层面的“堵外流冶工作主要由乡镇派出所和制糖企业共同完成。 双方抽调

人员组成甘蔗流动服务队并设立固定卡站,每个固定卡站配有 2 名值班人员,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由此形成了“官场 + 市场冶的双重行动力量(周黎安,2018)。 制糖企

业是主要参与者:一方面,“堵外流冶工作中的大部分经费来源于糖厂;另一方面,“堵
外流冶工作小组成员绝大多数是糖厂员工。 糖厂在“堵外流冶时也常常受到农民对其

行动合法性的质疑,此时,则需要求助于乡镇派出所的力量。 由此,我们看到制糖企

业与政府在治理甘蔗产业中的联合,二者在共同维护甘蔗产业秩序、防止甘蔗外流中

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个过程也是实现各自利益的过程。

五、结束语

甘蔗的用途决定了其产业化发展首先有赖于一个完善的制糖企业网络体系。 随

着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和农产品加工技术的进步,农业的上下游企业不断在扩大与集

中,继而形成了一个大型的以甘蔗生产为核心的企业联合体———农业服务公司、农副

产品加工业、生物技术行业、批发业等多个行业联结在一起。 企业联合体的形成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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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农业中的资本要素快速膨胀。 国内外资本进入广西制糖行业主要受到不断开放

和处于扩张之中的食糖市场以及发展型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的驱动。 随着政府的功能

和角色定位向“服务型政府冶转变,制糖企业在地方市场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通

过“企业 +农户冶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承担起了更多的产业治理责任与功能。 具

体到龙头企业在基层社会里与合作农户的互动过程则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嵌入性,即
糖厂的经济活动并不是纯粹的、完全遵守契约的交易行为,而是充分利用制度、资源、
关系以及政治等多维度嵌入机制实现对合作农户的有效治理。

从糖厂与农民的互动来看,对农民种植甘蔗的动员越来越表现为从行政支配下

的“逼民致富冶到制糖企业“诱民致富冶的逻辑转换。 “诱民致富冶不仅表现在糖厂对

蔗农以资金扶持为主的资源嵌入上,还体现在糖厂自建厂 30 多年来所形成的吸纳农

民种蔗的一整套社会建制上。 糖厂在内部构建起完备的科层化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将管理的触角延伸至乡土社会,将乡村精英吸纳到企业治理结构中来。 例如,糖厂所

设计出的一套嵌入乡村社会的联络员制度为双方合作关系的稳定进行社会性的投

入,通过关系嵌入机制巩固双方合作的村庄社会基础,从而有效缩短了糖厂作为加工

企业与分散农户之间的社会距离。 社会力量被纳入市场和地方的经济治理活动,资
本的触角延伸到了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最基层。 一方面,糖厂将村庄社会里的权威

吸纳到自己的利益体系中并打通了工业资本下乡的“最后一公里冶;另一方面,社会

同样可以通过乡村精英反向嵌入工业资本糖厂,从而使得乡村社会里的弱势农民可

以借助乡村精英在“企业 +农户冶结构中形成较为隐蔽的自我保护机制。
企业与基层政府的互动也呈现出互嵌的特征,即企业的“逐利型冶行为逻辑与政

府的“政绩型冶行为逻辑达成耦合机制,这对地方甘蔗产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长期以

来,为糖厂原料供给提供保障性服务是广西各级基层政府的重点工作,“配合糖厂冶
实现甘蔗“保面积冶基本上成为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的中心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色

彩。 官员的升迁、干部的绩效等都与所要务必承担的甘蔗产业发展指标息息相关,能
够保住甘蔗产业成为地方政府“出政绩冶的表现,甘蔗产业成为最容易出政绩的经济

活动。 在制糖企业与地方政府合力推动甘蔗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二者的工作总是交

叉在一起,很难区分清晰。 在这一点上,政企结成了互利共谋的行动共同体,经常会

出现二者合力集中整治竞争性作物的运动式治理。 制糖企业通过吸纳乡村政治精英

的方式与政府合作治理产业,也相应地减少了政府、企业分别对农户的直接性动员成

本,克服了村一级激励不足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后,企业接过接力棒虽然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地方政府即厂商冶的产业发展形态,但产业发展的后期地方政府并未退出

产业,反而结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治理产业的地方法团主义。
从蔗糖业的发展来看,“企业 + 农户冶这一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蔗农解决了亿万农民所面临的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保障了蔗农长期稳定的生

产性收入;但由于蔗农个体在面对制糖企业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在双方契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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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也丧失了一定的话语权和谈判权。 由于制糖企业为了甘蔗产业的发展和维系主

动强化面向农民的制度控制和经济控制,农民一旦选择种植甘蔗,便意味着生产中的

大部分环节已逐渐受到糖厂的指令控制。 例如,品种的选择、砍收的时间和质量要求

等都要遵照糖厂的标准,一旦蔗农违反这套标准,就意味着辛苦种植出来的甘蔗不能

顺利入厂,或被罚以更高比例的“扣杂冶,农民的春耕安排和直接经济利益便会受到

损失。 尤其是糖厂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谋关系,可能导致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下降

而依附性发展,也可能造成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上的缺位。 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新形势下,乡村产业振兴应以维护农民利益、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注重农产品加

工制造与乡村产业化发展的协同共进,重视农民主体的需求表达以及农民视角的产

业振兴,这对政府职能发挥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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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bedded Governance of an Agribusiness to
Its Cooperative Farmers

—A Case Study of Donghua Sugar Factory

WU Cunyu

Abstract摇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Donghua Sugar Factory, the embedde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he “enterprise + farmer冶 organizational model led by an agribusiness is discussed. The study found that
sugar enterprises are highly embedded in rural society, absorb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s within
the villages as their own service forces, and building a multi鄄subject, multi鄄path and multi鄄level sugar鄄
can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including rural elites. Sugar enterprises adopt re鄄
source embedding mechanisms such as economic subsidies and advance payment of agricultural materials,
as well as system embedding mechanisms such as trading process contro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control over sugarcane before and after production. The intermodula鄄
tion of sugar enterprises and grass鄄roots govern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gar industry will help
stabilize the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t it may also cause the disloc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vit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u鄄
ral industries should aim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drive farmers to advance together, which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Keywords摇 “ Enterprise + farmer冶; Embedded governanc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Sugarcan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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